
中国在非洲外国
投资增长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
尚未占主导地位

过去15 年间，非洲经济增长加速，这

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远超

以往。一个方面的发展几乎必然会在另一

方面的发展中发挥一定作用。

总体而言，非洲各经济体均已对各自

的体制和政策作出改善—这些变革不仅

促进了生产率和经济的增长，而且吸引了

更多国内和国外的投资。同时，有证据表

明，外国直接投资—拥有公司的所有权

股—给接受投资的经济体带来了溢出效

应，为其提供了技术和管理技能，并使之

与全球价值链相连，这些溢出效应应该能

够加速非洲经济的发展。

非洲经济提速至关重要，因为过去十

年的快速发展使得非洲减贫工作取得了从

1990 年前迄今为止最大的进展。1990—
2002 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

人口（根据世界银行规定，生活在日收入

为 1.25 美元这一条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

总人口中的占比一直维持在 57% 的水平上。

但 2002—2011年间，该比率下降了 10 个

百分点。因此，要进一步降低贫困率，就

需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而稳定的外国

直接投资则有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

在本次投资复苏中，中国对非直接投

资最近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已成为非洲

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的需求让非洲实现

出口量和收益双增长。对此，许多观察者

认为，中国投资已在非洲占据主导地位。

的确，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中存在一些备受

陈文婕、杜大伟、邓希炜

投资复苏

位于埃塞俄比亚杜克
姆的华坚鞋厂内，装
配线工人正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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瞩目的大型自然资源投资，包括对治理不善的国家的投资，

如中石化在安哥拉开展的油气收购项目、华刚矿业对刚果

民主共和国进行的铁矿投资以及中国铝业公司对几内亚进

行的矿业投资。事实上，尽管中国已成为非洲的重要投资

者，并且很可能继续保持这一地位，但其离主导投资者还

相去甚远—不管是在资源行业还是在其他行业，均是如

此。此外，近期中国经济放缓，这对非洲意味着什么尚不

明朗。

然而，我们的研究远不止大型国有企业交易，如上文

所述的大手笔投资项目，我们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

国对非投资，尤其是私人投资的现状。对非洲而言，中国

投资有可能变得十分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和

非洲的人口发展方向不同。

劳动力增长

过去，中国劳动力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因此每年需要

创造 2000万个就业岗位。不过，这一阶段已经结束。目前，

正如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一样，中国劳动适龄人口（15—64
岁）的数量已经开始下降。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却是另

一番景象，到 2035 年，其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将超过世

界其他地区的总和（IMF，2015；见图 1）。由于世界其他

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在减少，非洲和南亚将成为全球劳动力

增长的主要来源。这意味着，从中国等老龄化经济体流向

更年轻且更具活力的非洲经济体的外国投资很有可能实现

互惠互利。

在调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人称之为境外直接

投资）的过程中，我们使用了中国商务部提供的公司层面

的数据，因为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都需要在中

国商务部注册。最终生成的数据库提供了投资公司在中国

的地址及其经营范围，还包含了有关投资接受国的信息以

及有关投资项目的中文介绍。但是，该数据库未提供有关

投资金额的信息。1998—2012 年，约 2000 家中国公司对

49 个非洲国家进行了投资。数据库中存在约 4000 个投资

项目，因为各公司的投资项目不止一个。这些投资公司一

般均为私营公司，其规模远远小于参与受到广泛关注的大

手笔交易的大型国有企业。基于对境外投资的描述，我们

将投资项目归纳至 25 个行业，覆盖经济的所有部门，包

括第一产业（即原材料运营）、第二产业（即材料加工）和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通过对各国各部门的投资项目进行

分类，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私营企业对非投资的概况。

我们从有关投资数量的数据中发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

现象。这些投资并未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其中，服务业

图1

增速加快
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面临劳动适龄人口减少的同时，非洲劳动适

龄人口将在未来几十年急剧增长。
(15—64岁之间的人口，百万)

资料来源：IMF（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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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分布
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分散于非洲各个国家和行业。

(投资数量，1998—2012年)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作者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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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最多，如为施工和运输提供帮助的销售分支机构

或运营机构。制造业投资数量也十分可观。纵观非洲乃至

全球，服务业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最多，从这一点上

来说，中国投资具有典型性。中国对非投资分布均匀：既

有尼日利亚和南非等资源型国家，又有埃塞俄比亚、肯尼

亚和乌干达等非资源型国家（见图 2）。即便在资源型国家，

自然资源项目也仅占个人投资的一小部分。

我们还研究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禀赋和

其他国家特征是否会影响中国投资项目的数量和类型。如

果中国投资类似于其他国家的营利性投资，那么投资项目

的数量和性质应该与生产要素禀赋和投资接受国的其他特

征有关。我们发现，虽然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没有集中在要

求高技能劳动力的行业，但其往往倾向于拥有受过良好培

训的劳动力的国家，这表明中国投资者的目的在于利用这

些国家相比该地区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培训水平

不及前者）的优势。我们还发现，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

资更集中于资本匮乏国家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这表明中国

投资在为非洲提供外部资金方面占据重要地位。

我们对中国对非投资项目数量进行了初步评估，其内

容不涉及投资规模—这或许可以说明我们得出的有关中

国投资性质的结论并不能支持这样一种普遍观点，即中国

是非洲的重量级投资者。但当我们对投资规模进行分析时，

我们发现中国并非在非洲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商务部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国对不同非洲国家开展的

直接投资存量（即现有投资价值）的综合数据，通过分析

此数据，我们发现，截至 2011年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

资仅占非洲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3%。大部分外国投资来

自于西方国家。虽然在很多人看来，3% 这个比例似乎太小，

但其他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5）
发布报告称，2013—2014 年间，中国对非新增直接投资占

总投资流量的 4.4%—仅略高于中国现有投资份额。以

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在对非投资中占据压倒性地

位，是非洲的最大投资者。美国对非投资规模也较大，甚

至连南非的对非投资规模都高于中国。

此外，就投资价值而言，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对

其在非洲的直接投资进行了分配。中国和其他投资者都青

睐于大型市场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因此，虽然大部分

中国投资集中于服务业和制造业，但这部分投资与典型的

能源和矿产领域的大额投资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西

方投资者也倾向于这些昂贵的自然资源项目。

中国公司与西方公司在昂贵投资方面存在一个重要区

别—治理。具体而言，西方投资集中于知识产权制度和

法治机制比较健全的非洲国家，而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

资者不关心知识产权 / 法治环境，其昂贵投资往往集中于

政治稳定的国家。鉴于中国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国与国

之间的资源交易，中国投资者的这个倾向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投资放缓

分析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近期中国经济的放缓，

2015 年第二季度的股市震荡，8月份的人民币贬值是否预

示着中国对外投资将放缓？

中国经济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由于长期依赖出口和

投资，目前经济正在艰难地向一种不同的增长模式过渡。

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其出口增速不可能超过全

国贸易增速。近期，中国出口量一直以在较低的个位数增

长，接近全球贸易增速。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竞争力有所

削弱，而是因为全球市场增速放缓。人民币贬值可能不

会大幅改变整体格局，因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可能会紧

随其后。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一揽子刺

激计划，旨在促进投资，这些计划一度将投资在 GDP 中

的占比推高至 50%。虽然这些举措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维

持了增长态势，但却造成了整个经济的产能过剩—大量

房屋空置、重工业产能利用率低、许多基础设施利用不充

分，如小城市里的高速公路以及不必要的会议中心。由于

产能过剩，投资自然就会减速，进而影响整体经济增速。

中国经济的放缓导致了非洲经济体初级产品价格的下降和

出口量的减少，对非洲造成了直接影响。

2015 年上半年，虽然中国传统产业部门面临不利局面，

但与此同时，新兴经济部门却迎来了一些利好消息。相较

于工业，服务业实现迅猛增长。大部分服务业产出被家

庭消耗，过去 30 年间家庭收入一直稳步增长。尽管如此，

投资放缓必定会对就业、收入和消费产生一定程度的溢出

效应。

中国经济放缓虽然造成了非洲出口量的减少和价格的

下跌，但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积极影响。中国国内投资的

减速意味着目前中国有更多资金投资海外。虽然中国应逐

步提高其消费率，但在可预见到的未来，储蓄可能会超过

投资，这表明中国将继续有序地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资金。

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应该

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主导型向生产率增长和消费

增长依赖型转变。这些计划包含了培养新型经济增长模式

的各项举措。例如，为了提高劳动力的灵活性，有关部门

计划放宽家庭仅可在户口所在地享受政府福利这个规定。

他们还计划推出金融改革，以提供更优的资本价格并将其

进行高效分配。此外，他们计划开放服务业，目前中国服

务业基本上不对外国贸易商和投资者开放。

投资放缓必定会对就业、收入
和消费产生一定程度的溢出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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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经济增长方式能实现平稳过渡，未来十年，中国

经济的增速将继续保持在 6%—7% 之间。届时，能源和

矿产需求的增速将不及以往，但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将

成为其稳定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而非洲则要通过加大

基础设施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增强人力资本来争夺中国

投资，因为我们发现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国家更易吸引来

自中国的技术密集型投资。

不过，这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中国对外投资首次大

幅超过对内投资，其原因之一是随着中国企业纷纷将目光

投向海外以获取利润，国内经济出现减速。事实上，2015
年中国遭遇了大量的净资本外流。据 IMF 公布的 2015 年

第四条款磋商报告预测，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为 3370 亿美

元。1—9月，中国央行储备减少了 3290 亿美元。从这两

个数字我们大致可以估算出，中国净资本外流的规模高达

6660 亿美元。

若中国未能实现向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平稳过渡，在

短期内，其将继续保持主要资金来源国的地位，但在中长

期内，其不会实现增长，因而也就不会成为重要的资金来

源国。成功实现经济再平衡将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

来诸多裨益。■

陈文婕（Wenjie Chen）是IMF非洲部的经济学家，杜

大伟（David Dollar）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

员，邓希炜（Heiwai Tang）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

研究学院的国际经济学助理教授。

  

本文基于2015年8月布鲁金斯学会工作论文“Why is China 

investing in Africa? Evidence from the firm level”，陈文婕、杜大伟

和邓希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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